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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大汉语”的角度考察汉语百年的发展历程,可以发现存在普通话、台港澳国语与海外华语

三条发展线索,今后会在趋同与存异这两个趋势下进一步发展。趋同即为“融合”,结果是造成各地的差

异成分不断减少、共同部分不断增加;存异则是各个变体在趋同发展的同时,会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独有

个性,维护其作为“变体”的基本特征。新的百年现代汉语的研究首先应解决“做什么”与“怎样做”的问

题,要在研究观念的更新发展与研究内容的拓展加深两方面做出更多、更大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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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语言学界多数人的意见,现代汉语始于“五四”时期,不过时间并非固定在1919年,而是此前及

此后(特别是此后)的几年。因此,如果取一个整数的话,我们完全有理由说,现代汉民族共同语正好

经历了一百年的发展时间。百年是一个整数,也是一个大数,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有必要回顾过往,

瞻望未来,而这些都是为了更好地立足当下,进一步做好相关的研究,从而使我们的“现代汉语学”进
一步走向昌明,臻于完善。

按一般的认识,“现代汉语”有广、狭二义,前者包括普通话和方言,而后者仅指普通话。本文的

所指范围与此有所不同,我们取的是“大汉语”的概念及范围。“大汉语”作为已有概念,就我们目前所

见,最早系由朱广祁提出:“港台与大陆的词语差异,还给予我们另一个启迪。对‘汉语’这一概念的内

涵和外延,我们都应该以开拓的眼光来作新的界定。只把大陆的汉语看成是汉语是狭窄的,只把港台

和大陆的汉语看成是汉语同样也是狭窄的。美国英语是英语,澳大利亚英语是英语,同样,全世界所

有汉语社区的语言也都是汉语。所谓‘现代汉语’,事实上应该包括大陆汉语、港澳台汉语、东南亚汉

语、西欧汉语、北美汉语等,或许我们可以叫它做‘大汉语’。”①

此后,这一概念时见使用,比如于根元、王铁琨、孙述学在讨论新词新语规范的基本原则时,提

出的几个原则中就有一个是“大汉语的原则”,并将其归纳为“大汉语观”②;也有人就此作出了进一步

的强调:“要树立‘大汉语’的观念。要从‘大汉语’的观念出发,研究新词语。无论是来自普通话的,还

是来自方言的;无论是来自海外的,还是来自港台的,都要一视同仁。”③

与上述“大汉语”基本相同的概念,还有吴英成于2003年开始使用的“全球华语”④,以及陆俭明

2004年提出的“大华语”⑤。考虑到与本文论题“百年现代汉语”的适配性,我们立足于“大汉语”来展开

讨论,但是在具体的引用中,也不排斥使用其他同义指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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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广祁:《港台词语研究与大汉语词汇研究》,《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2期。
国家语委新词新语规范基本原则课题组,执笔人于根元、王铁琨、孙述学:《新词新语规范基本原则》,《语言文字

应用》,2003年第1期。
俞允海:《论新词语研究》,《湖州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
吴英成:《全球华语的崛起与挑战》,《语文建设通讯》,2003年总第73期。
陆俭明:《关于建立“大华语”概念的建议》,《汉语教学学刊》,2005年第1期。



笔者曾经在“全球华语”(如果按本文的概念,就是大汉语)的框架下,将其组成要素归纳为一个具

有较强内部一致性、边界比较清楚的三层次或四层次的概念和指称系统,具体如下(图1)①:

图1 大汉语/全球华语构成及关系图

本文就在这一框架下对百年现代汉语“瞻前顾后”,目的之一是了解与揭示其来龙去脉。就“前”而
言,最主要、最核心的问题就是现代汉语是怎样一路走来的,即在一百年间她循着怎样的路径发展到

今天;就“后”来说,则是其今后向哪里去,也就是对其将来可能的发展方向与路径作一基本的预测。

以上两个方面构成了本文的主体内容,此外,我们还会以此为基础,来讨论怎样加强和完善相关研究。

一、百年现代汉语回顾:三条发展线索

笔者长期从事“现代汉语史”,即现代汉语发展演变的研究。早在十余年前,笔者曾经构拟了一个

包含两条线索的现代汉语发展线路图,不过,我们现在的认识是:大汉语之内,普通话、国语与华语

形成“三足鼎立”之势,这样,她的发展线索就应当是三条,而不是两条。结合近年来笔者自己以及同

行们对台港澳地区民族共同语以及海外华语的研究,我们绘制了新的升级版百年汉语发展线路图(图

2):

图2 升级版百年汉语发展线路图

上图显示的基本信息是:

其一,华语的起点同于国语,早于普通话;

其二,华语与国语的起伏变化均小于普通话,二者之间更具一致性;

其三,我们预测(虚线部分显示),三条线索在今后的发展中会进一步相互靠拢,特别是国语和华

语会加大向普通话倾斜的力度。

以下,我们就在图2的基础上,对百年现代汉语的三条发展线索逐一进行梳理。
(一)线索一:普通话的形成与发展

如上所言,本文作者主要从事现代汉语史研究。其实,在上述“三足鼎立”的框架下,这一研究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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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刁晏斌:《全球华语的理论建构与实证研究》,北京:华语教学出版社,2018年,第25-26页。



加准确的表述应当是“普通话史”,而这无疑是百年汉语发展最重要的线索。这一线索可以简单概括为:

现代书面汉语在革命化与通俗化的诉求下,经过初步达成、初步改造与彻底改造三个阶段,

最终铸成其口语化的突出特点。上述特点在词汇方面表现为古雅词语少、方俗词语多,显示现代

书面汉语偏向俗常、偏离庄典的文体特征。①

上述的“初步达成”,是指五四时期白话文取代文言文,早期国语初步形成,而它也成为日后三条

线索的共同起点和来源。此期的汉语有以下两个突出特点,一是古雅色彩突出,二是外来特征明显。

这种欧化的、半文半白的“新文言”曾经广遭诟病,于是人们开始寻求新的改革,由此也就有了第二阶

段的“初步改造”,其间有两个标志性事件:一是20世纪30年代的大众语运动,二是20世纪三、四

十年代的“民族形式”论争。此次改造虽然未对当时语言产生全局性、根本性的影响,但是却从思想上、

方向上为第三阶段的“彻底改造”打下了必不可少的基础②。第三阶段的改造发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后,陈章太对其具体内容作过以下的概括:

在以前文体改革的基础上,彻底完成文体改革,白话文完全替代文言文。具体任务有5项:

书面语口语化,新闻、公文、布告等用白话文写作;汉字排版、书写横排、横写;采用新式标点

符号;采用阿拉伯数字;进行文风改革。③

以上是普通话比较宏观的形成过程④,伴随这一过程,是百年现代汉语自身的发展变化。笔者对

此已经作过相对较为系统的梳理与表述⑤。

讨论普通话的发展与形成,离不开以下两个关键词:分化与变迁。

所谓分化,起于对早期国语的偏离,而这也是普通话从无到有的真正起点。有人结合海峡两岸语

言对比指出,“上世纪的40年代末是国语的发展被分隔在两个区域的具有标志性的历史时间点。大致

从这一时期开始,‘国语’产生两个分支:一是大陆的‘国语’,后通称普通话;一是台湾的‘国语’,袭

旧称未变,仍称国语。也可以说老派国语衍化为同一层次上相对的两个变体。”⑥

上述观点是正确的,但是对时间的表述有一定偏差。郭熙指出,“如果说‘五四’文白之争的尾巴还

只是给汉语后来的分化留下了一个诱因,而苏区的建立又埋下了以后分化的种子的话,那么中共延安

根据地的建立以至整个解放区的扩大和蓬勃发展则使得汉语的分化日趋明显化了。”⑦於贤德、顾向欣

更是明确地说:“海峡两岸语言方面的差异并非是从全国解放、两岸处于隔绝状态之后才开始出现的,

而是在……苏区、边区和解放区跟国统区并存之时就开始形成,只是在后来这种差异被进一步强

化了。”⑧

我们赞同这一观点,所以在“百年汉语发展线路图”中把普通话开始与国语分道扬镳的起始时间点

确定在1924-1927年,即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上的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2014年,笔者指导

博士生吴亮完成了毕业论文《国语分化研究(1919-1949)》,从多个不同的角度列举大量事实,证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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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刁晏斌:《百年书面汉语与中国语文现代化运动:历史、现实与反思》,《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

第1期。
陈章太:《当代中国的语言规划》,《语言文字应用》,2005年第1期。
普通话的具体形成时间,学界尚无明确的表述。我们认为,大致可以1955年中国科学院在北京召开“现代汉语规

范问题学术会议”为标志。此次会议对普通话作出了“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明确界定。
刁晏斌:《现代汉语史》,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
李行健、仇志群:《一语两话:现代汉语通用语的共时状态》,《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

2期。
郭熙:《试论海峡两岸汉语差异的起源》,陈恩泉:《双语双方言与现代中国》,北京: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1993年,第108页。
於贤德、顾向欣:《海峡两岸词语差异的政治文化因素》,《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4期。



国语的分化,即普通话的萌芽确实始于此时,并且随着上述并存局面的持续以及红色政权的发展壮大

而日趋深化①。

所谓变迁,则是上述分化带来的直接结果:“国语”因分化而变迁,而变迁又造成了进一步的分化,

由此就使得后来的普通话开启了自己的形成与发展进程,最终成为如上引所说“老派国语”的变体,即

一个新的分支。这一变迁具有明显的阶段性,我们早在1992年提出要进行现代汉语的历史发展变化研

究时,就作了四个阶段的划分②,即1919-1949年,1949-1966年,1966-1978年,1978年至今。

后来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了三阶段的划分,即“细分为四,粗分为三”,后者就是把二、三两个阶段合

在一起③。现在,我们更常使用的是后一种划分。这样的阶段划分,当然是依据语言事实。比如,我

们曾就很多语言现象的发展变化归纳出“有-无-有”和“多-少-多”模式,像一度广受关注的“程度副

词+名词”以及“动宾+宾”现象等,就都经历了这样一个发展过程,而如果再作更高层次的归纳,则是

三个阶段“繁—简—繁”的发展④。

当然,百年汉语的发展不会只有一种模式,也有总体或局部的相反表现,这方面我们以普通话中最

具代表性的“万能动词”“搞”在《人民日报》1946-2015年间使用情况的变化为例进行说明,如下(图3)⑤:

图3 动词“搞”使用情况变化图

上图显示,“搞”在三个阶段的使用中,“少-多-少”的发展趋势是十分明显的。

2006年,笔者的《现代汉语史》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书中按上述四个或三个阶段(因考察对象

不同而不同),对语音、词汇(含造词与构词、词形、词义及词的使用范围和外来词)、语法(含实词、

虚词、词组和句子)以及修辞等方面的诸多现象,进行了共时平面的描写和历时平面的分阶段考察,为

这里所说的“变迁”(也就是普通话的形成与发展)提供了大量具体事实的支持与支撑。此外,学界也有

不少相关研究成果⑥。
(二)线索二:台港澳国语的形成与发展

我们在讨论全球华语的内部区域划分及其名称问题时,曾经提出四个原则,其中之一是“兼顾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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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亮:《国语分化研究(1919-1949)》,北京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
刁晏斌:《关于现代汉语历史发展研究的构想》,《语文建设通讯》,1992年总第36期。
刁晏斌:《现代汉语史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40页。
刁晏斌:《新时期新语法现象研究》,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年,第13页。
本图取自北京语言大学BCC现代汉语语料库(http://bcc.blcu.edu.cn/),由其“历时检索”系统生成。
比如,一项具有集成性的研究是本人作为首席专家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百年汉语发展演变数据平台建设

与研究”,该项研究目前已经完成。一套9本的最终成果已获2020年度国家出版基金资助,即将由东北师范大学出

版社出版。



外”,具体包括以下两项内涵:其一是中国的内与外,即中国的两岸四地与此外的其他国家或地区;其

二是中国大陆地区的内与外,具体所指就是大陆与台港澳地区①。这一原则是我们把“大汉语”划分为

三个部分的重要基础,由此也确定了它的三条发展线索。当然,把台港澳作为一个整体,来与中国大

陆/内地的普通话以及“外国”的华语相对应,并非我们首创。陆俭明在讨论“大华语”的规范问题时就指

出:“这里涉及到另一个问题,那就是境外华语、港澳台国语的规范问题,我们的看法是:一方面要提

倡以普通话为规范标准,另一方面我们又不作死的规定,不一定要求境外华语港澳台国语要不折不扣

地完全接受普通话规范的限制,也可以有一个容忍度。”②十年之后,李泉也使用了同一指称形式:“我
们不能认为只有说普通话和教普通话才是规范的,对海外华语、台港澳国语、世界各地的方言汉语等,
不能轻视更不能轻弃。”③

相对于线索一,这条线索的研究少了许多。我们对这一线索基本的认识与概括是:它的前端是以

上所说的早期国语,后端就台湾地区而言,是随着国民党政府于二战后开始在此推广以及1949年败退

台湾后直接带去的“国语”,它在当地的语境下也发生了一些变化,由此形成前后阶段之间的差异;就

港澳地区而言,1949年以后与内地日益疏离,由此使得“国语”开启或加快了本地化的发展进程,并在

整体上跟此前既已开始与早期国语分化、此时已经形成的普通话渐行渐远,最终成就了与后者明显不

同、与台湾的“国语”更具一致性的另一条发展路径。如果也用两个关键词来描述的话,则是台港澳的

国语对传统国语的“维持”,及其自身的“变化”。
这里的“维持”,是说台港澳国语对传统国语更多的是继承与维护,因而在总体精神及风格上都与

之保持了相当高的一致性;而在具体的语言现象上,更是大量保留与沿用早期的旧有形式。关于这

一点,已有大量研究成果给出证明,我们自己也作过相对比较系统的梳理与讨论。这里的“变化”,
一是指一般语言在正常发展状态下的某些“自然”改变,如已有词语的退隐和新生词语的显现,以及某

些形式或用法的变异等;二是以上所说的“本地化发展”,主要指受方言及外来语言因素影响以及由此

而产生的某些改变。两相比较,后者是主要的致变因素。比如在香港,在继承早期国语传统的基础上

深受粤语与英语的双重影响,由此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港式中文”;而在澳门,也有所谓的“葡式中文”。
上述维持与变化,使台港澳国语在整体上与普通话形成了两个“距离”的差异:一是与早期国语的

距离,普通话远大于台港澳国语;二是书面语与口语的距离,台港澳国语远大于普通话④。
相对于线索一的“单一”,本条线索因为包含国语社区的三个不同子社区语言变体,而显得比较复

杂,虽然三者内部的一致性相当突出,但是各自的差异性也比较明显。就后者而言,第一,是发展路

径及重要时间节点不完全相同。台湾的情况如上所说,而香港的情况则如石定栩、邵敬敏、朱志瑜所

说:“……失去了与大陆书面汉语的联系,开始自行发展,慢慢出现了一些独特的东西。”⑤第二,是与

早期国语的关系不完全相同。基本的表现是台湾近而港澳稍远,比如在语言文字标准与规范方面,戴

红亮指出,“台湾的语言文字标准与民国时期很多标准具有很强的继承性,许多标准,如注音符号、
《汉字常用字汇》以及标点符号、盲文点字等都是1945年前就已经制定了,后来主要是不断地修订和完

善。”⑥这一点,在香港显然难以做到。
至于澳门的情况,至今只能看到一些其与内地及港台关系的零星表述,比如程祥徽指出,“澳门的

中文在大陆、港、台的包围中生存发展,既保留着传统的精华,也不排斥吸收新的成分。”⑦“港澳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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刁晏斌:《全球华语的理论建构与实证研究》,第23页。
陆俭明:《关于建立“大华语”概念的建议》,《汉语教学学刊》,2005年第1期。
李泉:《国际汉语教学的语言文字标准问题》,《语言教学与研究》,2015年第5期。
刁晏斌:《从两个距离差异看两岸共同语的差异及其成因》,《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
石定栩、邵敬敏、朱志瑜:《港式中文与标准中文的比较》,香港:香港教育图书公司,2006年,第23页。
戴红亮:《台湾语言文字政策》,北京:九州出版社,2012年,第77页。
程祥徽:《澳门社会的语言生活》,程祥徽:《中文变迁在澳门》,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05年,第

29页。



由于前港英当局与澳葡当局实行疏离中国大陆的殖民政策,在汉字形体、乃至文字的运用和行文的风

格上都是向台湾方面倾斜的。”①柴俊星以公文为例指出,香港和澳门,比起台湾来说,在保留文言文

方面没有台湾那样明显,但由于长期受英、葡殖民主义统治的影响,有一些西方语体的印迹②;黄翊

认为,澳门在接受英语(还有日语)影响方面几乎与香港同步,但不如香港那样丰富,也没有香港那样

严重③。

总体而言,百年现代汉语的台港澳国语线索存在的客观性毋庸置疑,但是具体的发展路径与走向、

特别是港澳地区一些重要的时间节点及标志性的变化等,目前还不是特别清晰,尚有待于今后进一步

地深入调查与研究。
(三)线索三:海外华语的形成与发展

海外华语的研究历史不长,历时研究更是刚刚起步,所以我们仅能看到一些还缺乏实证研究支持

的一般性表述。马来西亚学者徐威雄最早提出“马新华语史”的概念,并且指出华族共同语的演变经历

了三个阶段:第一是从清末官话到民初国语,可以1919年为限;第二是国语教育的普及阶段,一直到

二战前后;第三则是战后至独立时期的“华语”转变与发展。这三个阶段,基本是沿着官话→国语→华

语的历程,深烙在近代历史的脉络里④。另一位马来西亚学者邱克威也从比较宏观的角度讨论了当地

华语形成的历史,指出其与整体现代汉语的形成是同步的,就其与共同语的互动来说,受到三波重要

影响:一是民国初年的“国语运动”的影响,二是1970年以来台湾“国语”的影响,三是进入21世纪以

来大陆普通话的影响。⑤

在相关的表述中,新加坡学者周清海说得比较清晰具体:“1949年之前,中国有很多知识分子通

过中印半岛往南迁移,他们之中不少到了东南亚———特别是新马,就留了下来。也有不少知识分子由

广州到香港、澳门,之后就留在香港、澳门,或者通过香港到了其他地方去。更有一大批知识分子从

上海、南京、福建等地移去台湾。华人大迁移所带去的‘国语’和‘国文’,在所居地发展形成了当地华

人的‘华语’‘华文’。”⑥中国学者李宇明则着眼于本土,从语言“扩散”的角度立论:“清末以降,国语运

动迭兴,以新国音、新词汇、新语体为代表的国语教育,伴随着反对封建、昌明学术、复兴民族的社

会大潮,从中国内地兴起,逐渐波及港澳、台湾及海外华人社会。这是现代汉民族共同语(国语)的第

一波扩散。”⑦

我们根据已有表述,加上自己的初步调查,把这条线索简单描述为“早期华语的形成:由中国大陆

到南洋;全球华语的初步形成:由港台到全球,以及普通话与华语的双向互动。”⑧李宇明立足各区华

语变体的阶段性发展,也作过以下表述:“各地华语变体的产生或形成时间以及演进速度等差异很大,

总体而言可以认为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在指出新马印尼文莱华语已是一种客观存在后,认为“北美

华语正在形成,而欧洲华语仅略具雏形。”⑨

我们近期通过对早期东南亚华语(1919-1933年)的两项研究,初步证明:其一,此期华语与中国

的早期国语具有极高程度的一致性,同时也有一些地域性的特点,可以描述为“整体搬迁+局部改造”,

其具体发展过程是:整体引进(中国原创文本)+当地自创(总体模仿+个别调整)+本地化发展(在早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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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祥徽:《港澳用字》,程祥徽:《中文变迁在澳门》,第139页。
柴俊星:《两岸四地公文语体、语汇的差异》,《汉语学习》,2002年第2期。
黄翊:《澳门语言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第185-186页。
徐威雄:《马新华语的历史考察:从十九世纪末到1919年》,《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学刊》,2012年总第15期。
邱克威:《马来西亚华语研究论集》,吉隆坡:华社研究中心,2018年,代序。
周清海:《“大华语”的研究和发展趋势》,《汉语学报》,2016年第1期。
见李宇明:《华人智慧 华人情怀》,《全球华语大词典·序》,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年。
刁晏斌:《全球华语的理论建构与实证研究》,第146-156页。
李宇明:《大华语:全球华人的共同语》,《语言文字应用》,2017年第1期。



国语的基础上添加方言词汇和语法、本地所用外族语言的借词和语法,以及对早期国语的无意识“偏
离”即误用等);其二,在短短的十余年间,东南亚华语本身也有比较明显的发展变化,具体表现为中

性化、本土化、欧化和规范化①。
目前,我们对这条线索的初步认识是:
第一,在大汉语的架构下,确实存在海外华语的形成与发展这样一条线索,并且整体而言它目前

仍处于这一过程之中;
第二,这一线索内涵丰富,“完成时”与“进行时”甚至“初始时”等多种状态并存、交织,值得分别

考察、深入开掘;
第三,因为涉及范围广阔,包含变体众多,加之形成过程各异,发展状况参差不齐,所以它在

三条线索中最为复杂,研究的难度也最大,同时也最具挑战性。

二、百年现代汉语前瞻:趋同与存异

上一小节对百年现代汉语的过往作了简单回顾,以下则是对其发展前程的瞻望,我们认为,这也

是本论题的应有之义。
李宇明曾经指出,大华语有两种发展趋势。其一是“继续分化”,像“大英语”分化为“复数”形式

一样,最终也分化为不同的华语;其二是不断接近,逐渐“趋近趋同”,并认为后者表现出一定优势:
当前不同华语社区的语言交流较之过去空前频繁,书报互通,人员互面,电视互看,语言软件互用②。
几年以后,李先生又进一步明确与强调上述观点,指出“各华语社区语言上的相互吸收借鉴呈明显态

势”③。
我们认为,上述两种划分既有事实基础,也符合语言发展规律;但是二者并非择一关系,另外也

不应该绝对化,以下就此进行讨论。
(一)发展趋势之一:趋同

很显然,“趋同”对应的是上引李宇明所说第二种发展趋势,这样一种趋势及相关的发展变化,
一般的研究者多以“融合”来指称。一段时间以来,“融合”成为普通话与台港澳国语以及海外华语对比

研究的高频词之一,周清海指出:“随着交往的频繁,中国传媒和互联网的影响,现代汉语和华语之间

出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现象,就是不可避免的。这就开始进入了汉语融合的年代。”④在另一篇文

章中,周先生把“汉语融合的年代”表述为“汉语大融合的时代”,并认为高度统一的书面语和正式的标

准口语,以及采用汉字记录语言的传统,是汉语融合的坚实基础。再加上中国改革开放后国力不断发

展,增加了华语区之间交流的机会⑤。
上述融合即趋同的过程,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前一阶段从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开始,主要是普通

话大量吸收后两者的各种成分,其中也包括那些在普通话中已经或趋于退隐,但在国语/华语中依然活

跃的早期国语形式和用法,而这也作为新时期以来引人注目的新语言现象,引起了研究者们的极大兴

趣与热情,由此也产生了大量的相关成果。后一阶段主要集中在上世纪末及本世纪以来,此期普通话

由前期以单向输入为主,转向输入与输出并重;就国语/华语而言,则是由前期以单向输出为主,转向

输出与输入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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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形成一组论文,比如《东南亚华语初期发展变化考察》和《东南亚华语早期样貌考察与分析》,分别发表于《全球

华语》2021年第1期和《语言文字应用》2022年第2期。
李宇明:《汉语的层级变化》,《中国语文》,2014年第6期。
李宇明:《大华语:全球华人的共同语》,《语言文字应用》,2017年第1期。
周清海:《汉语融合时代的语言研究与语料库》,《中国语言学报》,2015年总第25期。
周清海:《“大华语”的研究和发展趋势》,《汉语学报》,2016年第1期。



有人着眼于后一阶段,作出以下表述:“从20世纪末到现在,现代汉民族共同语发展到第三个时

期,即华语社区相互影响的时期。”①上引周清海所说“汉语融合的年代”、“汉语大融合的时代”,也主

要是就后一阶段而言。能够支持这一观点的语言事实比比皆是,比如有人相当详细地统计并说明了“手
机”和“互联网”在华人社区由异到同的全过程②;而我们通过对当今台湾的语言规划、工具书收词、科

技术语选择和确定以及一般的日常语言运用等方面的调查,得出以下结论:海峡两岸民族共同语的融

合已经由最初主要是大陆向台湾靠拢,发展到目前基本均衡的双向互动交流,并且正在加速向真正意

义和更高层次上的双向互动发展③。

在这一基础之上,加之中国综合国力的持续增强、国际地位和影响力的日益提高,汉语必然向着

“大同”的目标继续迈进。周明朗指出,“全球华语大同”主要表现为汉语全球化的三大发展特征:第一,

全球华人大多放弃方言,转用普通话;第二,世界各国的各级学校采用普通话、汉语拼音、简化字为

华语教育的标准;第三,中国在全球建立了500所孔子学院和1000所孔子课堂,大力推广国际汉语教

育④。以上三个方面,其实也正是大汉语趋同发展趋势的强大推力和有力保障,而在这样的环境中和

背景下,“汉语大融合的时代”必将持续下去并向纵深发展。

但是,由此带来的一个问题是,趋同的结果是什么、终点在哪里? 我们认为,所谓趋同或融合,

最终只是造成差异成分减少、共同部分增加,但是永远不会造成不同变体之间的完全重合。我们可以

想见的情形是:

第一,在社会大变革、大发展的阶段,各个变体之间趋同发展的范围会比较广、速度也会比较快,

但是,当这一发展达到一定的规模和水平之后,可能就会趋于缓慢,这一点与一般人类语言发展的“节
奏”应该是一致的。

第二,虽然趋同就是增加相同部分、减少差异,但无论从宏观还是微观角度看,最终的结果仍然

是“大同小异”;就像普通话圈包括各种“地方普通话”一样,大汉语的各个变体与主体语之间、各变体

之间也会在一定的甚至很大程度上“和而不同”。

第三,趋同发展的结果,是使得各变体获得“最大公约数”,即来自不同变体的同义形式并存,但

是在具体主体、场景下的使用中,会有一定的倾向性,比如“幼稚园”与“幼儿园”,“数字”与“数位”等,

基本都是如此。

第四,受不同言语社区政治、经济、文化及社会环境等的制约和影响,上述发展趋势必然是不均

衡的;另外,如果国际及地区环境出现大的改变,也有可能加速或延缓这一发展进程⑤。
(二)发展趋势之二:存异

这里的“存异”,是指大汉语的各个变体在趋同发展的同时,还会在相当程度上保持已有特点,维

护其作为“变体”的基本特征。上文指出,大汉语的趋同发展永远不会造成不同变体之间的完全重合,

主要是因为:李宇明所说的第一种趋势,即“继续分化”,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和延续,但是却不至于

像“大英语”分化为“复数”形式一样⑥,因此也不会最终进一步分化为不同的华语⑦。

我们把“存异”列为大汉语的发展趋势之一,主要是基于对以下各种因素的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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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宇明:《大华语:全球华人的共同语》,《语言文字应用》,2017年第1期。
邵敬敏、刘杰:《从“手机”看不同华语社区同义词群的竞争与选择》,《语文研究》,2018年第4期。
刁晏斌:《台湾“国语”词汇与大陆普通话趋同现象调查》,《中国语文》,2015年第3期。
周明朗:《全球华语大同?》,《语言战略研究》,2017年第1期。
总之,大汉语的趋同发展会受到很多变量的制约和影响,而在这方面,我们的研究还很少,因此亟待加强。
实际上,有人认为当今的大汉语已经是“复数”的了,比如澳大利亚学者洪历建在其《“国际汉语”:作为“国际性语

言”的汉语如何发展》(《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一文中指出,其所提倡的“国际汉

语”(按即大汉语)概念中的“汉语”,包括了本土汉语和海外汉语,是复数(Chineses)。
这是一个非常具有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课题,应当进行专门的深入研究。



第一,趋同只是一个总体的趋势,具体到不同的言语社区,情况并不完全相同,甚至还可能有较

大的差异。比如,有人就此指出:“至于新加坡,由于跟中国大陆的友好合作关系,以及对华语的认同

和简体汉字的普遍使用,所以在词语方面有比较强的趋同性。”①所以在同一个时间点上,各变体之间

必然会呈现有同有异的局面,而不会是同样的“远近亲疏”。另外,即使去除以上政治等因素,语言发

展在大方向不变的前提下,也可能有一些小的违离,比如各言语社区还会不断有新的差异现象产生,

由此也有可能形成各变体之间新的差异。

第二,就各变体自身而言,往往会有一些独有的特点,并由此而使得相互之间产生一定的差异。

比如,仅就与方言的关系而言,李如龙指出:“进入港澳通语的是粤方言词,进入台湾通语的是闽方言

词,进入新马通语的闽语词多、粤语词少,进入泰国华语的主要是闽语潮州方言词。”②香港受英语的

影响大,而澳门除了英语外,还有葡语的影响;至于东南亚各国,则除了英语的影响外,还深受本地

主流民族语言的影响,如马来语、泰语等。此外,再如各地都有自己独特的“社区词”③,比如马来西

亚的“拿督、土团党、受封宴、首席主簿官”等,它们中的很多都有可能长期存在下去,而其他言语社

区却可能少用甚至不用。以上主要是就书面语而言,如果再加上口语,情况会更加复杂,同时也会有

更多的歧异参互情况,并有可能使趋同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受阻”。比如,“安娣”是目前马来西亚普遍

使用的社会称谓语,却未见于中国大陆以及台湾等地④。我们认为,这个起于口语且已开始向书面语

发展的称谓语就有可能长期存留于马来西亚华语中,从而成为其独具特点的称谓语形式。

第三,存异是为了满足多样化表达的需求。当今社会日趋多样化,并且在各个方面均有反映,语

言自然也不例外。周明朗指出,“以普通话为标准的全球华语还不能充分满足人们的语言生活需要,不

足以表达人们的各种身份认同,所以需要诸如大都会华语、闽南腔华语、矫枉过正腔华语等标准华语

的变体来满足华语世界的语言生活。”周先生认为,“全球英语”正是这样一路走来的,而“全球强势语言

发展的规律应该具有共性。我们可以从世界英语的发展轨迹推测全球华语的发展趋势。”⑤这里所说的

趋势,当然是“分”而不是“合”。另外,就当下已经发生的融合事实来看,多数都属于引进同义形式,

换言之主要是为了丰富表达手段,或者说是满足多样化表达的需求。这样,其与原有形式之间就是“并
存”而不是“兼并”,即从其他言语社区引进的形式一般情况下并未完全取代本社区原有形式,而在具体

的使用中,也往往不是“无差别”的。

我们认为,上述现象应该具有相当的普遍性。再比如,有人指出,新马的“高过你”,也在普

通话区替代了“比你高”的说法;新马华语的量词“粒”(一粒球、一粒苹果),逐渐让位给“个”,“一拨

人”和“一批人”也有互相消长的现象⑥。根据我们的语感和初步调查,在普通话区,“高过你”之类的比

较句虽然能够见到或听到,但是更为常用的,却仍是原有的“比你高”;而在新马华语中量词“粒”和
“拨”也还很常见⑦。

第四,学界的认识及其影响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就我们所见,不少国外的华语学者力主维护各变

体的独立性,并保持其特点。比如,新加坡学者周清海引用了当时在新加坡任教的徐杰的一段话:
“‘国际宽式汉语共同语’是一套简单而且稳定的共同核心语言要素,它本身不是任何一种具体自然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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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敬敏、刘杰:《从“手机”看不同华语社区同义词群的竞争与选择》,《语文研究》,2018年第4期。
李如龙:《海外汉语方言研究的新视野———读<全球华语词典>》,《辞书研究》,2013年第1期。
《全球华语大词典》收录不少各地的社区词,此外再如汪惠迪的《时代新加坡特有词语词典》(新加坡联邦出版社

1999年版)、田小琳《香港社区词词典》(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分别收录了很多新加坡和中国香港的社区词。
王晓梅:《马来西亚华语社会称谓语“安娣”探析》,《华文教学与研究》,2010年第4期。
周明朗:《全球华语大同?》,《语言战略研究》,2017年第1期。
周清海:《华语研究与华语教学》,《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
在以往的各变体趋同研究中,人们主要关注从无到有的引进,而极少注意引进后与原有形式的关系及其变化。我

们认为,相对而言,后者更具学术意义和价值。



言,而是一组语言特征,它存在于大同小异的各汉语变体之中,所有的汉语共同语区域变体一起组成

一个没有家长的语言大家庭:北京汉语、广州汉语、上海汉语、新加坡华语、台湾华语、纽约唐人街

华语。既要维持大同,又要尊重小异,应该给予汉语共同语的各地特色以充分的地位和完整的尊

严”①。周先生对此明确表示支持,并认为应在全世界范围内倡导这一“新理念”②。后来,徐杰等人进

一步推动上述观念,甚至建议“汉民族共同语的传统定义标准在语音方面应该微调为‘以北京语音为基

础音’。”③

国/境内学者虽然多数并未对此表示公开支持,但是一段时间以来,在相关研究中,在涉及标准或

规范的时候,“尊重”、“包容”、“兼顾”以及“协调”等都成了常用词,这本身已经能够说明问题。此外,

在国际中文教育学界,人们也在设计相应的策略,比如有人指出:“国内外汉语教学的语言和文字标准

均宜采用‘双轨制’。语言标准上,国内采取‘普通话’和‘地方普通话’双标准,海外采取‘普通话’和‘大

华语’双标准。”④可以想见,这样的标准的实施,必然成为存异的重要推动因素之一。

关于以上两种趋势的地位和关系,有人作过以下的表述:“总的趋势是趋同。各地华语的差异会越

来越小,我认为这是各地华语的一种‘互动’,互动的结果就是全部向普通话靠拢。当然,各地华语中

具有地方特色的词汇还是会有所保留,一方面是趋同,一方面是在变异地维持”⑤。这里所说的“维

持”,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存异”。不过,我们认为,上述“越来越小”不宜作绝对化的理解,另外“有所

保留”的也不只是具有地方特色的词汇,应该还包括语音、语法等其他方面。

三、新的百年现代汉语研究:敢问路在何方?

伴随着百年现代汉语的前进步伐,我们的现代汉语研究差不多也经历了一个世纪的时间。回顾过

去,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但是,面对大汉语及其研究的新形势、新任

务,如果完全固守“传统”,则可能就会显现出一定的甚至较大的局限性。

立足于百年现代汉语的回顾与前瞻,在新的百年现代汉语研究开始之际,除了已有相关研究在各

个方面持续健康地发展外,还应该在以下两个方面作出更多、更大的努力:一是研究观念的更新,

二是研究内容的拓展。以下就此进行讨论。

(一)研究观念的更新与确立

我们认为,需要建立、加强或更新一些研究观念,从而使我们的研究能够更好地满足实际需求并

更好地指导研究实践。具体而言,主要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资源观。“语言资源”是近些年提出的一个新概念,目前相关的研究已经展开,并取得了一定

的成绩。在语言资源观下,大汉语的三足鼎立现象及其丰富内涵是宝贵的资源和财富。许嘉璐曾经指

出:“两岸语言文字的差异,就是分头演变之果,是特定历史环境之使然,其实也是对汉语汉字的传承

和丰富,都应该得到尊重、珍惜。”⑥程祥徽认为,蓝青官话一方面不是纯正的北京话,但另一方面却

使北京话得到了补充,使之变得更加丰富、更有表现力。今日中国各方言区流通的普通话、台湾“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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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话出自徐杰向“首届新时期汉语语言学理论建设与应用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暨浙江省语言学会第十三届年会”提
交的论文。
周清海:《论全球化环境下华语的规范问题》,《语言教学与研究》,2007年第4期。
徐杰、董思聪:《汉民族共同语的语音标准应微调为“以北京语音为基础音”》,《语言科学》,2013年第5期。
李泉:《国际汉语教学的语言文字标准问题》,《语言教学与研究》,2015年第5期。
郭熙、崔乐:《对华语语言生活的观察与思考———暨南大学华文学院院长、海外华语研究中心主任郭熙教授访谈

录》,《华文教学与研究》,2011年第4期。
许嘉璐:《携手建设,为两岸为世界做贡献》,《人民日报》,2012年2月9日。



语”以及海外华人社会的华语,正是这种更加丰富、更有表现力的语言①。贾益民则这样写道:“海外

华侨华人……作为海外华语生活的实践者、创造者,在悠久的语言生活历史中创造了丰富而重要的华

语资源,比如对汉语的补充、丰富,对汉语方言的传承,对外来语的吸收、改造,对住在国语言的影

响等。”②正因为如此,所以有人明确指出,“作为一种交际工具和文化纽带,华语如同英语一样早已超

越了国界,已经变成了跟月亮、星星和空气一样的属于全人类的共同资源。”③

二是系统观。郭熙指出:“汉语在哪里? 汉语既存在于古代汉语中,也存在于现代汉语中;既存在

于方言中,也存在于共同语中;既存在于中国的汉语中,也存在于海外的汉语中;既存在于中国国内

汉民族的运用中,也存在于世界各地的华人的运用中。因此,只有对汉语在各种不同情况下的存在形

式进行研究,才能真正认识汉语。”④我们认为,这就是一种系统观———大汉语系统观,而且这种观念

应当成为学界的共识,并在具体的研究实践中体现出来。如果分解开来,这里所说的系统观大致包含

以下两个层次:

其一,大汉语的三大板块各为一个系统,其下还包含数量不等、同中有异的子系统,如国语系统

就是由台湾、香港和澳门这三个子系统构成的;

其二,三大板块合而为一,构成一个大汉语系统。在上述系统观下,所有的相关研究均应在系统

的框架下进行,而这就离不开上位系统对下位系统的统摄与规限,下位系统研究成果对上位系统的回

馈与支持,以及同级系统相互之间的对比与观照。

三是历时观。时至今日,共时与历时相结合的语言研究模式早已成为惯例,而这也在一定程度上

说明历时观已经深入人心。但是,大汉语的存在和发展为历时观增添了新的内涵,而这是需要进一步

明确和强调的。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是大汉语的历时观。这里主要指的是,大汉语的百年发展由三条具体线索构成,而这三条

线索合在一起,才是一个完整的“大汉语史”。换言之,今天的大汉语三足鼎立的格局及其现实状态,

是百年来的历时发展变化在共时平面的呈现。

其二,是立足于普通话的历时观。具体来说,一是普通话有史,这就是我们上文提到的“普通话

史”。二是当下的普通话研究中,对很多现象需要溯源(这属于历时的研究),而其中的一个重要来源就

是台港澳“国语”或海外华语。郭熙、祝晓宏指出:“海外华语表现出与汉语普通话的一些差异,而这些

差异不少已成为普通话变化和发展的重要来源。当代汉语许多新的语言现象都可以在海外华语中找到

源头,各地的华语变体已经或正在通过各种渠道丰富或影响汉语。”⑤三是以非普通话为视角,来反观

普通话的历时发展变化。李计伟就此指出:“如果没有中国大陆地区以外的华语作为视角,我们同样无

法发现现代汉语变化的一些事实。”⑥

其三,是各变体的历时观。马来西亚学者徐威雄首先提出“马新华语史”⑦,这是立足于新加坡独

立之前、马新一体时期的当地华人共同语而提出的概念,大致属于对一种变体形成和发展历史的研究,

而这就是立足于某一变体的历时观的直接体现。前边我们提出了“普通话史”,相应地香港、澳门等也

应有自己的“国语”发展史。海外华语的情况比较复杂,如前所述,包括“完成时”与“进行时”甚至“初始

时”,而无论处于哪种状态,都应该进行研究,而在研究中也都应该加入历时的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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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祥徽:《蓝青官话与普通话》,《(香港)明报月刊》,1985年5月号。
贾益民:《“大华语”的三个层次和“大华语战略”》,《语言战略研究》,2017年第4期。
徐杰、王惠:《现代华语概论》,新加坡:八方文化创作室,2004年,第12页。
郭熙:《论华语研究》,《语言文字应用》,2006年第2期。
郭熙、祝晓宏:《海外华语传播与<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语言文字应用》,2007年第1期。
李计伟:《大华语视域中“帮忙”用法的共时差异与历时变化》,《汉语学报》,2018年第4期。
徐威雄:《马新华语的历史考察:从十九世纪末到1919年》,《马来西亚华人研究学刊》,2012年总第15期。



其四,是不同变体之间的历时观。我们曾经讨论过海峡两岸语言对比研究的历时观问题,提出了

“历史差异”与“现实差异”这两个概念①,前者大致是指“以前”(比如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之前或之初)的
差异,而后者则是指“当下”的差异。由于各变体之间业已经历了长达几十年的趋同发展,所以二者既

有相互一致的一面,也有彼此歧异的一面。提出这两个概念,对上述趋同或存异的研究,都有很大的

意义和价值。
(二)研究内容的拓展与加深

郭熙认为,华语研究是汉语研究的一部分,是在现有汉语研究基础上的一大拓展②;而朱广祁早

在提出“大汉语”概念时,就指出这方面还是汉语研究中的空白③。时至今日,情况当然有所改观,“大
汉语”研究已经初具规模,有人对此作出以下的总结和评价:“中国开始华语研究虽然才30年,但已硕

果累累,研究范围大大拓展,研究视野也至少经历了三次转移:从境外华语到海外华语,再到全球华

语。华语研究的格局也为之一变:从对全球华语本身的了解、华文教学的讨论发展到调查全球华语生

活并将其与国家语言战略、全球华人的命运发展联系为一体。”④以上表述如果作为一种“趋势”来看,
基本符合事实;但是如果认为已是既成事实并蔚为大观,则未免稍显乐观。

我们总的认识是,这一切仅仅是开始,“任重道远”用在这里是再合适不过的。这里的“拓展”包括

横向与纵向两个维度,前者主要指覆盖区域与覆盖内容的扩大,而后者则包括相对宏观的对全球华语

起源与形成及其扩展分布路径等的考察,以及比较微观的对具体语言事项的显、隐以及发展变化的描

写;“加深”则涉及“理论”与“事实”两个方面,前者主要是指华语及其研究理论基础的确定与深化、相

关理论的应用、建设与创新等,后者则是寻找新的角度及手段,以求对相关语言事实作进一步的高清

晰度或细颗粒度的考察、分析与描写⑤。
站在百年之际这个重要时间节点上,有必要深入思考大华语研究内容如何拓展与加深的问题,而

我们在这里给出的意见和建议是全面拓展、局部加深。
关于全面拓展,我们现在已经能够看到不少相关表述。比如,李宇明指出,应当组织力量研究不

同华人社区的语言状况,特别是历史上形成的华人社区所使用的有特色的华语。应进行深入的语音、
词汇、语法、语用等方面的调查,编写海外各地华语的对照手册,海外华语与普通话的对照手册等⑥。
若干年后,李宇明又在一篇文章中一口气提出了全球视角下华语研究的九个新课题,而每一个大课题

又多是由若干小课题组成的,比如“如何协调各华语社区间的语言政策、语言教育和语言研究”、“每个

华语社区如何纵向传承华语、如何协力向世界传播华语、如何建造汉语国际传播更多的传播源和接力

站”等⑦。这一连串的问题包括从本体到应用研究的方方面面,既揭示了华语研究的内涵,也指出了其

用力方向与发展目标。
另外,相关研究的理论诉求也提上日程,比如邢福义、汪国胜指出,全球华语语法研究的理论目

标是“通过对华语语法的深入研究,力求提出一些关于汉语语法特点和规律的新的见解,丰富汉语语法

理论。通过对华语内部的不同变体、华语与外族语言的相互接触以及华语的变异形态等问题的考察,
力求得出一些关于语言发展的新的认识。”⑧以上论述虽然没有提及普通话,但是,一则普通话也是包

含在大汉语之中的,二则上述课题或思想的推进与顺利进行自然也离不开普通话与非普通话之间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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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刁晏斌:《海峡两岸语言差异研究的历时观》,《汉语学报》,2020年第3期。
郭熙:《论华语研究》,《语言文字应用》,2006年第2期。
朱广祁:《港台词语研究与大汉语词汇研究》,《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2期。
祝晓宏、周同燕:《全球华语国内研究综述》,《语言战略研究》,2017年第1期。
刁晏斌:《论全球华语研究的拓展与加深》,《华文教学与研究》,2020年第1期。
李宇明:《海外华语教学漫议》,《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学报》,2009年第4期。
李宇明:《大华语:全球华人的共同语》,《语言文字应用》,2017年第1期。
邢福义、汪国胜:《全球华语语法研究的基本构想》,《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6期。



互对比、观照,因此以上所引内容确确实实是一个“全方位”的认识与表述。

如果说,以上内容都属于“知”的层面,那么剩下的自然就是“行”了,也就是在具体的研究中把上

述设想和目标落到实处,即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和方面,对大汉语进行全方位、立体化的研究①。

关于局部加深,也是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因为它既关乎一些具体研究的数量、质量与水平,同

时也对大汉语研究具有整体推进的作用。一般而言,以上课题或子课题都有可能和必要作为一个个相

对独立的专题,来进行更加深入细致的研究,这自然也是一种局部的加深;但是,以下我们将要讨论

的,一是主要限于“本体”研究的范围,二是密切结合当下相关研究实际及其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大致

从中观层次对以下两个方面进行强调说明。

一是共时层面的研究。这方面的一般研究早已展开,基本集中在普通话与几个主要变体之间的对

比研究,如普通话与东南亚华语之间的对比研究等。目前,上述方面已经成为大汉语研究的主体内容,

但是还存在一些明显的不足。刘华、郭熙就此指出:“由于缺乏第一手的海外华语分布的详细调查资

料,现状的描写多偏重理论分析,所用语料大多来自作者自身的体验和总结,多从经验出发,比较单

薄。尚未见到概括整个东南亚华语的字词研究。另外,在方法上,大多是卡片式、个案式、专家经验

式的研究,尚未进行基于大规模真实语料库的统计研究。”②

我们认为,以下五个方面是应当用力之处:系统性研究、本体性研究、创新性研究、综合性研究、

即时性研究。这里的基本思想是强调注重整体以及整体性的研究,跳出简单的“对比”范围与层次,注

重研究内容拓展与方法创新,坚持从一点到多点、从局部到整体,共时与历时有机结合、定性分析与

定量分析互相支持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以及进行语言实时状况的即时性研究③。

二是历时层面的研究。在这方面,大致有两个立足点,也就是“两头”:早期和当下。

前者是指1949年以前,主要研究各条线索的起始及分化过程,以及共同语(即早期国语)与各个变

体的基本状貌。周清海认为,对1949年以前的国语,现在的各地华语,无论词汇或语法现象,无论书

面语或口语,都研究得很不足够④,而这也正是需要加深的重要理由之一。需要加深这方面研究的另

一个重要理由是,无论共时还是历时研究,如果一种语言或语言变体的早期状貌不弄清楚的话,那么

会直接影响到对其后阶段的研究。而我们已经看到,由于这方面的缺失,确实已经对当下的共时研究

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⑤。

后者即当下的研究,我们之所以把它也归入历时,主要因为这属于美国著名社会语言学家拉波夫

所说的“正在进行的变化”。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赵世举指出:“华语的趋同大势为语言研究者和规划者

提出了新的课题和新的任务。中国作为华语的祖国和最大的华语社区,理应积极回应这项世界性的新

课题,顺势而为,深化相关研究,开展力所能及的规划和协调,为促进全球华语协调发展、健康发展,

积极作为,做出应有的贡献。”⑥我们认为,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应当关注各变体之间由差异走向融合的

进程及表现。

上一小节中,我们从四个方面谈及对大汉语融合趋势的初步认识,而这里需要强调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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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这样的研究虽然也可以像很多“传统”研究那样“自然”地展开,但在新的形势下,更应注重先做好顶层设计,再自

上而下地铺开,或者是组织团队进行集成式的研究。总之,面对新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及路径等也应有所调整。
刘华、郭熙:《海外华语语言生活状况调查及华语多媒体语言资源库建设》,《语言文字应用》,2012年第4期。
刁晏斌:《关于进一步深化两岸四地语言对比研究的思考》,《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
周清海:《华语教学与现代汉语语法研究》,《语言教学与研究》,2014年第5期。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很多人在进行普通话与非普通话之间的对比研究时,注意力完全集中在那些与普通话不同或

有一定差异的现象,并统一名之曰“变异”,所以“XX变异研究”成为常见标题与研究内容。其实,如果稍微考察

一下历史,就会看到,这里所谓的“变异”,多来自对早期国语的继承。换言之,真正的“变异”是普通话而不是台

港澳国语及海外华语。
赵世举:《华语的历时流变和共时格局及整体华语观》,《文化软实力研究》,2017年第6期。



其一,融合是双向的,但在不同的时候和阶段有所侧重,就现阶段而言,普通话已由改革开放初

期的单向引进发展到更多地输出,总体而言普通话与非普通话处于双向互动的新阶段。

其二,各国语及华语子变体与普通话的融合程度及过程不完全相同,由此而形成它们各自的特点,

而其背后有着丰富多样的语言内外原因,在研究中一定要注意对此进行把握与分析。

其三,融合趋势下,也有“不融合”现象存在,对此一定要多加关注:一方面,它是上述“存异”趋
势得以存在的最重要原因;另一方面,它也是一个非常有事实内涵与理论价值的课题,而以往却基本

忽略,以至于我们对此所知甚少①。

以上对大汉语的百年发展历程进行了初步的梳理,对其今后的发展方向与趋势作了简单的预测。

然而,我们更加关心的,却是今后“做什么”与“怎样做”的问题。应该说,这是一个非常具有挑战性的

课题,也是一个开放性的课题,我们呼吁并期待学界同仁用自己的理性思考与研究实践对此作出切实

有力、完整全面的回答。

(责任编辑 宋 媛 责任校对 宋 媛 侯 珂)

AReviewandProspectoftheDevelopmentofModernChinesein100Years
DIAOYanbin
(SchoolofChineseLanguageandLiterature,BNU,Beijing100875,China)

Abstract:ViewingthedevelopmentofChineseinthepastcenturyfromtheperspectiveof“greaterChinese”:Herearethree

developmentclues:Putonghua,Mandarinfrom Taiwan,HongKong,MacaoandOverseasHuayu,whichwillfurther

developunderthetwotrendsofadvolutionandMaintainingdifferencesinthefuture.Theformeriscalled“integration”,and

theresultisthatthedifferencesbetweendifferentregionsaredecreasingandthecommonpartsareincreasing;Thelatteris

thateachvariantwillmaintainitsuniquepersonalityandmaintainitsbasiccharacteristicsasa“variant”whileconvergingand

developing.TheresearchofmodernChineseinthenewcenturyshouldfirstsolvetheproblemsof“whattodo”and“howto

do”,specifically,therenewalanddevelopmentofresearchconcepts,andtheexpansionanddeepeningofresearchcontent.

Keywords:“greaterChinese”;modernChinese;Mandarin;Hua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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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仇志群立足于两岸词语交流,提出“融合度”问题,指出不同词语在融合度上存在差异,并形成一个强弱的梯度(见
其《两岸语言互动中词语的融合度》,载刁晏斌主编《两岸四地现代汉语对比研究新收获》,北京:语文出版社,

2013年版)。我们认为,这一概念和认识非常重要,是考察与解释融合和不融合现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角度,应该

推广到整个大汉语研究中,当然也不仅限于词汇。


